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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
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观∗

王水雄　 梁鹏飞

提要：理论广泛存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不同的理论家还时常
会就如何发展理论形成争议，其往往涉及理论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问题。
理论应该有包括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
或外部约束条件”在内的五个基本要素。 尽管对于理论构成要素及其现实
性的理解有所不同，但弗里德曼所强调的“预测检验法”与科斯所倡导的“要
素现实性考察”其实是互相补充而非对立矛盾的关系，它们应该有机地纳入
理论建构及发展活动之中。 在建模越来越容易的当今时代，基础性逻辑机制
展现出现实化的趋势，理论“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问题越发需要在“五个
要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对待、系统反思。 把握好“五个要素”的理论观，将
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进行理论的整合与创新，加深对人类话语体系及其社会
实践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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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理论，理论工作者也经常面临自

己建构某种理论的要求。 如何看待和理解理论，如何突破既有理论与

建构新的理论，如何把握并警惕不同理论所处的位置———比如说社会

科学与自然科学理论模型之间的相同与不同，成为社会科学学习和思

维创新的重要基础，也亟须理论工作者的反思。 本文以理论史上一场

有名的争论为出发点，尝试从笔者比较熟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角度

展开一点反思，提供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观”，以有利于推进理论建

构工作。
就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问题，比如假设与检验、个案研究、理性概

念的有效性、多样性等问题，无论国外还是国内、社会学界还是经济学

界、过去还是现在，向来不缺乏争议（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５３；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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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２０１５；赵鼎新，２００６，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刘少杰，２００３；李培林，２００１；郑也

夫，２０００；汪丁丁，１９９８）。 本文认为，许多高水平的学术争论，如果抛

开基本性的“理论观”是无法获得正确理解的。
因此，本文将首先提出“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 这五个要素是：

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

束条件”。 然后，主要基于弗里德曼和科斯之争，本文指出：“三个要素

的理论 ＋预测检验法”（弗里德曼的主张）和“五个要素的理论 ＋ 要素

现实性考察”（科斯的主张）是有效地建构理论的两个重要环节；对“权
衡理论的抽象性与现实性”而言，两者不可偏废。 随后，以“与赵鼎新

商榷”的形式，强调指出了“预测检验法”对理论权衡的重要意义———
这一点尽管是社会科学理论或明或暗的预设，却往往容易被一些社会

科学研究者以某种理由加以忽略。 最后，本文指出，在建模越来越容易

的当今时代，基础性逻辑机制展现出现实化的趋势，此时理论“抽象性

与现实性的权衡”问题越发需要认真对待、系统反思。

一、理论构成的五个要素

做过实证研究的学者都知道，在研究设计的部分通常需要提供因

变量（待解释项）、自变量（解释项）、控制变量（纳入考虑的、可能与待

解释项相关的其他要素，有时可以表述为“其他条件不变”）的操作化

处理，以及将这些经过操作化处理的变量联系起来的基础性逻辑机

制———通常是因果机制以及更基本的相关性机制。
更一般地，由于“基础性逻辑机制”可能并非因果机制，而是最大

化机制、相生相克机制、正反馈或负反馈机制、博弈机制等等，对于比

“实证研究”更为一般的理论建构而言，前文“自变量”、“因变量”可以

更妥当、宽泛地命名为“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
于是，一般而言，“输入变量 ＋ 基础性逻辑机制 ＋ 输出变量”这三

个要素可被视作是理论的核心部分，后文中我们将称之为“三个要素

的理论”。 有时候，在理论表述或者严格说来是“理论指称”时，“输入

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输出变量”是隐藏在具体的、个案性“故
事”之后的，因此显得不太清晰，社会科学研究者有必要对之予以澄

清。 比如，“三个和尚没水吃”中“三个和尚”是一系列输入变量的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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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至少包含行为者数量为“三个”，行为者身份为“和尚”，行为者之

间的关系为相对独立和平等的关系；基础性逻辑机制则是“博弈机制”
的特定“取值”，即特定的博弈规则及其执行过程。 具体来说，即无论

是挑来的水还是抬来的水，都无法有效防止偷懒行为；“没水吃”也是

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即三个和尚所在庙里的饮用水出现短缺这样一

种特定结果。 “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说法，与“三个和尚没水吃”类
似，也是用具体的、个案性“故事”来指称理论，其对应的理论的“输入

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和“输出变量”也是有待澄清的。 这里限于

篇幅，不再赘述。
理论表述时，光有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及其相互间

的特定关系（“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特定“路径”），又或者光有一些特

殊“故事”，常常使得“三个要素的理论”，特别是其中的“基础性逻辑机

制”有待进一步明晰和详析。 而这一“详析”又往往要求“引入”控制变

量，或者说“区分出”控制变量。 关于控制变量的复杂性，在教科书对

“详析模式”的探讨中已经有细致说明（巴比，２００５；袁方主编，１９９７），
此处不再赘述。 总之，一个相对清晰的理论其构成要素“至少”需要包

括：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与输出变量。 对于做经验研

究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无论是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意识到自己

是在为某种“三个要素的理论”提供“特定取值”，或“特殊故事”，极可

能有助于进一步的理论建构工作。
常常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是，社会科学理论的构成往往还会涉及

第五个要素———“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它是理论赖以提炼出来的基

础，与通常所谓理论的“前提假设”有一定的联系，但又不尽相同。 前

者是从理论缘起、发展、运用的角度来看理论的条件；后者是从理论的

内在构成要素、特别是“基础性逻辑机制”来倒推和反思理论的条件。
两者进一步的区别后文还将涉及。 下面我们将包含“输入变量 ＋ 控制

变量 ＋基础性逻辑机制 ＋输出变量 ＋ 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这五者的

理论称为“五个要素的理论”。
“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不容忽略，原因在于：首先，社会科学理论

往往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特定个体或人群对于某种现实的观察、思考与

提炼，所以在其诞生时通常无法完全将其与所在的特定“环境或外部

约束条件”相剥离，甚至是隐含的控制变量也未被“区分”出来。 其次，
人们对“理论”进行挪用时，也就意味着将一套“故事”从 Ａ 处，挪到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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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其隐含的假设不仅在于我们能在 Ｂ 处找到与 Ａ 处相似的“输入变

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与输出变量”，还在于研究者有理由认

为 Ｂ 处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与 Ａ 处类似。 最后，当人们尝试修正

或干脆放弃某种“理论”时，一个重要的理由也是“环境或外部约束条

件”发生了变化。
特别强调“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环境或外

部约束条件”中可能蕴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 对于哪怕是我们对之应

该抱以必要信心的理论，在检验它或挪用它来应对某些具体事务时，我
们仍不可能完全知道，除了所看重并已经考虑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

机制和控制变量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以及其他重要的逻辑机制被我们

不经意间带入了研究或实践———它们可能对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
有着重要的影响，研究者或实践者却并未在之前予以足够重视。 而这

些未明的因素或逻辑机制，需要我们在“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去搜

寻或者洞察，对之保持警醒。 也就是说，“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考

察和分析可能能为理论建构贡献新的输入变量、控制变量、基础性逻辑

机制，为实践提供新的思路，避免偏执和迷信。 著名的霍桑实验便是

“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为理论提供新的“输入变量”乃至“基础性逻辑

机制”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霍桑实验最初是为了观察工厂厂房照

明质量（原“输入变量”）与工人生产效率（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结
果发现，无论灯光明暗如何变化（除非是极暗），实验组和对照组的效

率都上升了。 直至梅欧（Ｇｅｏｒｇｅ Ｅｌｔｏｎ Ｍａｙｏ，又译梅奥）等人在 １９２７ 年

加入该实验，才注意到原“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工人对自身参与实

验的自觉，以及实验本身努力获取工人合作的操作方式（比如说强调

倾听的访谈计划）才是关键，是应该真正纳入考察的“输入变量” （梅
欧，１９６４）。 简而言之，人的因素、人际关系因素，而不是“物的因素”，
才是效率提升的关键。 因为“输入变量”变了，“基础性逻辑机制”的内

涵也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五个要素与理论的现实性和抽象性之间的关系，大致可以用下图

来表示。 在图中，就同一个理论系统来看，从上往下，由“基础性逻辑

机制”到“输入变量 ＋ 控制变量 ＋ 基础性逻辑机制 ＋ 输出变量 ＋ 环境

或外部约束条件”是一个理论的现实性不断增加，而抽象性不断减少

的过程；同时，这也可以说是一个理论明晰化的过程。 而如果是就不同

的理论系统进行比较的话，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一种理论范式对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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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理论范式的替代，我们能够看到“五个要素”、特别是其中的“基础性

逻辑机制”的现实性出现了不断增强的趋势。

“五个要素”与抽象性及现实性之间的关系

总之，本文主张社会科学理论的构成包含五个要素（输入变量、控
制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以及“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 不

同的理论工作者眼里看重的“理论”可能会有所不同，但“理论构成的

五个要素”的提出，无疑有助于他们定位自己的“理论”。 有人可能会

强调基础性逻辑机制才算“理论”；有人可能会认为“理论”能把“输入

变量”或“输出变量”的现实情况（亦即“取值”结果）说清楚也就不错

了；有人会关注“输入变量 ＋基础性逻辑机制 ＋输出变量”作为“理论”
的核心价值；也有人会将“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阐述看作是“理
论”；还有人会认为现实乃是处在某种仍然有待阐明的基础性逻辑机

制之中，并将自己的理论明确地定位为其中的一部分（比如，作为“输
入变量”，《共产党宣言》改变了人类历史）。 无论如何，“五个要素”的
提出有助于我们为形形色色的“理论”定位，进而有助于澄清一些理论

家围绕“理论建构”或“理论生产”形成的争议，比如因对理论现实性和

抽象性的取向不同而形成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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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测检验法与要素现实性考察：弗里德曼与科斯之争

根据对理论构成要素及其现实性的不同要求，会衍生出不同的关

于理论的主张。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Ｍ．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和科斯（Ｒ． Ｈ． Ｃｏａｓｅ）就从这个角度表达过他们对理论的不同看法

（汪丁丁，１９９８；周其仁，２００４；金祥荣，２０１０）。 弗里德曼认为考察理论

价值大小的标准在于其预测的精准度、覆盖率以及一致性，因此，理论

的前提假设（如果有的话）在描述的意义上也一定是“非真”（ ｆａｌｓｅ）的。
而科斯则认为，理论只对预测感兴趣是不够的，理论的价值之所在应该

是它们能够更好地被用作进一步思考的基础，能够增进对正在发生的

事情的理解，有助于提高对体系运行的洞察力，因此，理论的前提假设

需要具有现实性。
张翔（２０１５）曾着眼于“假设的真实性”对此进行过分析，比较详细

地介绍了争论的背景，强调两位经济学大师的和而不同。 不过，笔者认

为，脱离了以“五个要素”为基础的理论观很难将这个问题说清楚。 澄

清弗里德曼与科斯之争，则无疑有助于我们理解如何站在“五个要素”
的基础上去推进理论建构工作。

弗里德曼受物理学中牛顿力学的理论取向影响，倾向于强调理论

的抽象性和较大范围内的适用性。 比如，他所看重的相对价格理论便

有此特征。 他注意到经济理论作为实质性假说与“基础性逻辑机制”
是不同的。 但是，他仍然强调“基础性逻辑机制”在经济学和其他科学

中极度重要。 沿着这一倾向，他更推崇经济学理论在要素上的抽象性，
以使这种理论在多个层次和领域中具有适用性，而较少受到具体的

“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的限制，甚至所谓的“控制变量”也都不用怎么

考虑。
在弗里德曼看来，这样的“理论”（主要是由“输入变量 ＋ 基础性逻

辑机制 ＋输出变量”构成的“三个要素的理论”）一旦被用于对某个具

体层次的现象进行“解释”，就可以产生预言或推测（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理

论的有效性（ｖａｌｉｄｉｔｙ）依赖于对预言或推测的检验———主要是看相关

的经验现象是否与从理论中导出的预言或推测一致，也即预测（未必

一定是指向未来的）是“频繁”地“被反驳”（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ｅｄ）、相较于来自

其他假说的预测更 “经常” 地 “被反驳”，还是 “未被反驳” （ ｂｅ ｎｏ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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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ｅｄ）（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５３：９），而非其前提假设（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是否在

描述的意义上是现实主义（ｒｅａｌｉｓｍ）的。 换句话说，只要理论的预言或

推测“经常”能够与经验现象相符、具有一致性，理论历经许多次“失于

否证”（ｆａｉｌ ｔｏ ｄｉｓｐｒｏｖｅ）的考验而继续存活，“理论”或“假说”就具有

“有效性”———无论当事人对此是否有清醒的认识。 弗里德曼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５３：９）强调，事实性证据从来就不能“证实” （ｐｒｏｖｅ）一个

假说，它只能“失于否证”一个假说。 理论之所以重要，乃在于其能够

以简御繁。 这样一来，为了变得重要，一个假说的前提假设势必在描述

的意义上是“非真”的；它不考虑也不说明大量其他附随性细节，因为

它已十分成功地表明，这些细节对于现象的解释而言是无关的。
弗里德曼的这一“三个要素的理论 ＋ 预测检验法”的理论观，对大

量（几乎可以说是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猜想或假说之建构持相对宽容

的态度，但检验起来却遵循着颇为严格的“失于否证”的程序。 弗里德

曼（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５３：９）认为，对某个理论的信心应源于大量的事实都

“失于否证”其假说包含的意涵或预测。 也就是说，要求在经历大量的

“失于否证”之后，才能对相关理论抱以信心。 所以，其“理论确立”带
有“宽进严出”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与弗里德曼相反，科斯似乎更强调理论的“严进宽出”。 当然，在
“出”的问题上，由于科斯认为存在一个不同理论间竞争的问题，所以

严格说来，科斯强调理论的“严进严出”。 与弗里德曼的“预测检验法”
不同，科斯更偏重“要素现实性考察”。 科斯（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３８６）引用了

罗宾逊夫人（Ｍｒ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的相关讨论并指出，在一个好的理论中，
其前提假设应该同时满足两个要求：一是便于处理（ 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二是具

有现实性 （ ｒｅａｌｉｓｔｉｃ），即与真实世界相吻合 （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ｌ
ｗｏｒｌｄ）。 这与弗里德曼有关“一个假说的前提假设势必在描述的意义

上是‘非真’的”说法有一定的抵触（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１９５３：９）。 科斯还说，相
对于“一个能很好预测但不能提高我们对体系运行的洞察的理论”，他
宁愿选择“一个能给我们这种洞察但预测很糟糕的理论”，因为他相信

“这个理论最终能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由于

这样的预测（并且可能是关于不同的事情的预测），“会在以后出现，所
以，选择理论应依据其预测力的断言就会显得有些站不住脚” （科斯，
２０１０：２０ － ２１）。

两相比较就可发现，两位大师不同主张的根源在于他们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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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向有明显差异。 弗里德曼强调在经济学中建构类似于物理学里的

牛顿力学那样的理论，如前所述，这是“三个要素”性质的、覆盖面较广

的理论。 该类理论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输出变量”可
以是较为抽象的，只要与现实有初步或大致对应即可，这样才会最大可

能地适用于多个经验层次。 比如，强调“物以稀为贵”的相对价格理论

并不限定于稻米、棉花或飞机、大炮之类具体的“物”与“物”之间的关

系，也不揭示“相对价格”的最大化机制运转和实现的现实过程，“贵”
这一输出变量的“取值”也不算特别具体，更不涉及“物” “贵”的“故
事”是发生在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之间这样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

这种理论几乎不可避免地带有抽象性，它们在社会学中比较类似

于帕森斯的 ＡＧＩＬ 理论。 ＡＧＩＬ 理论就被认为可以适用于从微观到宏

观的多个层次的系统分析。 由此，在该种理论“适用的范围内”，其“环
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并不具体、明确，控制变量也很含糊。 在这个意义

上，这种理论“可以”不存在前提假设。 因为它在一段时间里被认为是

如此普遍地存在于各类“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中，如此地显而易见，
以至于让人们觉得是不证自明的。 只有在不断“预测检验”的过程中，
这种理论“适用的范围”才得以彰显，所需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
“控制变量”，以及与之对应的“前提假设”（极可能在描述的意义上是

“非真”的）才逐步明晰起来。
而科斯所强调的理论其实相当于将弗里德曼意义上的“三个要素

的理论”应用于现实的某个具体层次而构成的对该层次现象的“解
释”，以及基于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对“三个要素的理论”进行调整

和修正之后得出的理论。 这个过程意味着“输入变量 ＋ 基础性逻辑机

制 ＋输出变量”被衔接进了具体某个（通常是比较现实的）“环境或外

部约束条件”之中，形成了具有现实性的、某个具体层次的“推断性意

涵”（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在“推断性意涵”与现实比照的过程中，“控制变量”
和“前提假设”，甚至是真正重要的“输入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乃
至“输出变量”开始彰显出来。 这种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于社会学

中默顿所谓的中层理论（Ｍｅｒｔｏｎ， １９６７）。 显然，在这里，对这个层次的

“理论”要素（“四个要素”甚至“五个要素”）的现实性进行考察，甚至

是对弗里德曼式的“三个要素的理论”的不同推测之间的一致性进行

考察也就变得重要起来了，因为这里可能隐藏着理论创新的机会。 这

种对理论要素现实性的考察，当然也会涉及对“三个要素的理论”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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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条件或假设进行考察，并明晰它们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就“理论确立”的阶段来看，如果说弗里德曼相对更注重通过实际

经验否证假说及其之前的“大胆猜想”环节，那么科斯则更强调否证了

之后，甚至哪怕是“失于否证”之后“怎么办”的问题。
比如，在科斯看来，如果“市场”被抽象成完美运行的价格机制来

解释世界，就很难说明为什么真实世界中还需要或存在企业。 就是说，
“市场”的特定取值（抽象为“价格机制”）作为输入变量，在新古典经

济学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最大化机制之下，会导出“无企业”的输出结

果；而该输出变量的“取值”与现实世界不一致。 亦即，弗里德曼意义

上的“三个要素的理论”（相对价格理论）之预言和推断与真实世界出

现了不一致（亦即出现了“反驳”）。 怎么办？ 难道就简单地放弃这一

理论？ 科斯的做法是，对“市场”加以“与真实世界相吻合”的处理。 科

斯在这样的处理过程中，发现了被“黑板经济学”所忽略的“交易费用”
这一很重要的控制变量，更准确地说是“前置变量”。 新古典经济学

“交易费用为零”的前提假设也就被彰显出来了。 于是，真实世界中企

业存在的必要性，从“市场具有正的交易费用”这个具有现实性的“前
提假设”的角度获得了较好的解释。 这一定程度上反过来明晰了弗里

德曼意义上的“三个要素的理论”的局限条件，增加了对真实世界的

理解。
自然，设身处地沿着弗里德曼的思路来看这个问题时，至少可以从

两个角度对科斯的上述贡献进行回应：（１）跳出科斯的框架来看，前提

假设的“真实化”并未颠覆或并不足以否证一般意义上的相对价格理

论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最大化机制；科斯的主张，即市场与企业

这两种组织形式一定程度上会遵循“交易费用”的节约而实现边际替

代（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恰恰与价格机制提供的解释相一致，因为这里交易费

用即为使用某种“组织”的价格，而人们倾向于对相对价格较低的“产
品”（这里指“组织”）有更多的需求，而这正是弗里德曼所看重的价格

理论。 （２）从科斯的框架来看，科斯对自变量“市场”的“真实化”，哪
怕是发现了其中包含交易费用，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市场”便是完全

真实的；事实上，这里仍然存在抽象，并非真的“与真实世界相一致”，
科斯本人也承认这一点。 即使对市场与企业作另一种概念概括也仍然

是可能的，比如，格兰诺维特（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１９８５）就提醒我们，无论是市

场还是层级制，其中都存在“人际关系”，更为现实的“基础性逻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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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关系网络机制”。
就这里所谓“假设的真实性”问题，张翔（２００５：２１）有所澄清：“科

斯主张必须‘既是可处理的，又是现实的’的假设指的是关于自变量的

假设。 而弗里德曼主张并不一定‘真实’的假设有时是指关于无关变

量的假设，有时是指基础假设，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并不一定需要

‘真实’”。
张翔的澄清有启发意义。 只是具体操作时区分“关于无关变量的

假设”与“关于自变量的假设”是颇为困难的，因为两者没有清晰的边

界。 在迈向“三个要素的理论”的过程中，被弗里德曼视作“无关变量”
的，在科斯（审视“五个要素的理论”、考察其现实性时）看来可能恰恰

是“自变量”。 也就是说，对某种理论适用范围极大、无需“环境或外部

约束条件”局限的弗里德曼式的执着，容易使得“输入变量”、“基础性

逻辑机制”乃至“输出变量”的现实性降低，出现“非真”化；而这并不是

科斯所主张的理论观。
张翔这里所谓“基础假设”可以理解为我们所说的“基础性逻辑机

制”不经意间带有的假设，比如说“理性人”假设，或“结构与功能对应”
的假设。 这些假设显然可以是“非真”的，或者在理论发展过程中后来

会被意识到是“非真”的。 只是，即便是这样的“前提假设”，特别是对

其“非真”的局限性的意识，也通常是在将“基础性逻辑机制”投注到现

实之中加以检验，特别是与其他理论（其前提假设可能相对不那么“非
真”）对照时才会彰显出来，并且也是需要不断修正的。

如前所述，科斯并不要求理论模型的一切假设（特别是基础性逻

辑机制的假设）都“完全真实”，对于理论来说，一定程度的抽象与简化

是需要的。 科斯强调前提假设需“易于处理”和“具有现实性”，乃是在

通过“预测检验法”发现基于某个理论（比如说新古典经济学的价格理

论）在某个经验层次形成的预言和推断与现实世界明显不符时，即在

“三个要素的理论”中加入具有较强现实性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
后出现明显问题时，倒过来按照“真实性”的要求检索理论模型的各个

要素，看哪些重要的因素（比如说交易费用）被错误地纳入“非真”假设

之中去了，进而重新将其作为重要变量纳入到理论模型中来。 显然，尽
管随着“交易费用”这个“控制变量” （准确说是“前置变量”）的加入，
“三个要素的理论”变成了“四个要素的理论”甚至是“五个要素的理

论”，科斯却并没有全面否定弗里德曼式的“三个要素的理论”。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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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认为弗里德曼的发展理论的方法是“不经济”的。 不过，“三个要

素的理论”在被科斯当作“脚手架”、引入更为现实的“环境或外部约束

条件”并做进一步的思考和修正之后，在经济学领域掀起了一场名为

“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 可见，“五个要素的理论 ＋要素现实性考察”
的理论观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对于遗漏和忽视重要变量的警惕。

综上所述，对弗里德曼和科斯的“理论观”的辨析表明：
（１）需要对“真实”、“现实”等概念加以明晰，“与现实一致”或“与

真实世界相吻合”只是说与现实具有对应性，并非真的就完全一致，以
至于丝毫没有抽象可言。 鉴于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复杂性，对于理论进

行一定程度的抽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
（２）人类“大胆猜想”的能力可能会导致理论过度抽象以至于不切

实际，这时一旦现实“否证”了这样的理论，理论要素“真实性”的考察

就需要提上日程，说不定这里会有重大发现。 而有时哪怕是事实“确
认了”（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亦即“失于否证”）某理论，也并不意味着这样的理

论就是“真理”了，对理论要素的“现实对应性”保持警醒的态度，对于

提高理论的洞察力也会是颇有助益的。
（３）弗里德曼意义上的理论与科斯意义上的理论是同等重要的，

不可偏废。 两人的理论观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互补性。 前者强调理论的

抽象性、宏大性，后者强调理论的现实性、中层性；前者强调预测检验

法，后者强调需要兼顾前提假设的现实性和易于操作性，或至少是在这

两者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前者偏重理论假说建构，强调尊重人类的想

象力，后者偏重理论检验、修正及再建构，强调约束不必要的空想，节约

理论研究的精力。
（４）理论应该具有分析力、解释力，最好是能有预测力。 模型与经

验事实之间不是松散的对应关系，模型也不是对经验事实的简单模拟，
而是抓住并揭示了将经验事实关联起来的重要机制和具有一定普遍性

的规律。

三、预测检验法对理论权衡和发展的意义：与赵鼎新商榷

如前所述，弗里德曼的理论观对理论提出了较大范围内的预测力

或解释力的要求。 “较大范围”对应于“抽象性”；“预测力或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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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涉及“预测检验法”。 我们认为，“预测检验法”对理论建构而言非常

重要，因为预测力或解释力的要求是面向现实的；同时，不宜低估人类

因抽象而附会在一些“非真”假设基础上的逻辑机制，并使之具有经受

一定程度检验的能力。
奥斯特罗姆 （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 针对奥尔森的 “集体行动的逻辑”

（Ｏｌｓｏｎ，１９６５）所做的工作，可以看作类似于科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市

场理论所做的工作。 “集体行动的逻辑”可以看作是对“三个和尚没水

吃”所包含的“基础性逻辑机制”的明晰化（当然，却可能是“非真”的）
表达。 而奥斯特罗姆将“公地悲剧”、“囚徒困境”、“集体行动逻辑”当
作“脚手架”来对待。 她说：“使这些模型如此有趣、如此强有力的原因

是，它们抓住了世界各种背景中所发生的许多不同问题的重要方面。
使这些模式———当它们被隐喻式地用作政策的基础时———如此危险的

原因是，那些出于分析的目的而被假设为固定不变的约束条件，在经验

性背景中也被实实在在地认定为是固定不变的，除非是外部权威对它

们做出改变……而我更倾向于强调的问题是提高相关当事人改变博弈

的约束性规则的能力，进而导向一个不同于残酷悲剧的结果”（Ｏｓｔｒｏｍ，
１９９０： ６ － ７）。 显然，“当事人改变博弈的约束性规则的能力”被奥斯特

罗姆当作重要的“控制变量”乃至“输入变量”（作为“前置变量”）提了

出来。
赵鼎新教授（２００６：６，２０１５：１２）对奥斯特罗姆此种做法多有批评。

而笔者的观点是：搭建骨架的工作诚然伟大，为之增添血肉的工作亦不

容小觑。 更何况科斯和奥斯特罗姆等人的工作不仅能在更扎实的经验

事实之上增加值得重视的“控制变量”乃至“输入变量”，将社会科学研

究导引到更为重要的方向，而且能让“基础性逻辑机制”变得更具现实

性，进而形成新的“脚手架”！
对赵鼎新（２００６）的一些相关批评和主张进行辨析、澄清和反思，

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如何站在“预测检验法”（以及“要素现实性

考察”）的基础上去推进理论建构工作。
在对“理论”构成的看法上，赵鼎新与弗里德曼“三个要素的理论”

颇为近似。 赵鼎新指出：“不管所建立的模型是复杂的还是简单的，只
要其目的不在于揭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机制，而是模拟或解释某

一具体的社会现象，特别是较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话，其价值就是十分

有限的”（赵鼎新，２００６：１５）。 应该强调指出，这样的表述是站得住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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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与弗里德曼的观点很相似。
在举了一些例子后，赵鼎新随后指出：“既然发展形式模型的主要

目的并不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社会现象，①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也不

能据其能否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那么，我们应当用什么标准来评价一

个形式模型的质量呢？ ……正如前面已经多次阐述的，一个判别形式

模型质量的最重要准则，就是看这个模型的假设是否抓住了人类社会

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赵鼎新，２００６：１７ － １８）。
从上述说法可以看出，赵鼎新似乎比弗里德曼更极端，他甚至否定

了弗里德曼极度强调的“预测检验法”。 赵鼎新的这种说法不免让笔

者有所顾虑：哪怕是碰上了一个高质量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解释具

体的经验社会现象”、其质量“不能据其能否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的
所谓“形式模型”，除了根据模型“能否预测”或“解释”至少是某类“经
验事实”之外，人们又凭什么判断该模型的假设“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

结构的关键性本质”？ 尽管如上一节所述，哪怕做到了“能预测”甚至

部分“预测准确”，也仍然是不够的。 毕竟，哪怕已被证明是“迷信”的
东西，也会说自己的假设“抓住了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

当然，当赵鼎新（２００６）说“一个形式模型的质量也不能据其能否

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时，也许指的是：即便存在某个或某些经验事实

与“形式模型”预测的结果“不一致”，也不是否定该“形式模型”所包

含的“基础性逻辑机制”的合理依据。 如果指的是这一点，那么，赵鼎

新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因为经验事实与“形式模型”的预测“不一致”，
除了源于“基础性逻辑机制”出错之外，还可能源于：（１） “形式模型”
所用在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或相应的“前提假设”没有在这一“经
验事实”中获得满足；（２）“形式模型”的输入变量或控制变量乃至输出

变量的“现实对应性”没有在这一“经验事实”中获得满足；（３）作为

（２）的特殊情形———“形式模型”，严格说来可推及更一般性的理论，作
为输入变量对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至于恰恰是因为它的这种影

响，导致了经验事实与预测结果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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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赵鼎新用“发展形式模型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具体的经验社会现象”替换了前文

的“……不在于……解释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赵鼎新，２００６：１７）。 这两种说法存在差

异。 人们同意前文的说法，并不意味着就会同意“发展形式模型的主要目的不在于解释

具体的经验社会现象”这样的结论性表达。 毕竟只解释“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和解释

众多“具体的社会现象”并不是一回事。



从赵鼎新有关“形式模型”的前后阐述来看，“一个形式模型的质

量也不能据其能否预测经验事实来衡量”极可能指的是：一个形式模

型如果恰是源于“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 （比如东欧解体），或是为这

“某一具体的社会现象”而设计的，那么，它“预测”了这“某一具体的社

会现象”其实不能被认为是其质量好的明证。 这样的解释如果是赵鼎

新的本意，其说法就是靠得住的。 因为这样的“形式模型”顶多还只能

说是一种假说，还并未经受任何“预测检验法”的检验。
在赵鼎新（２００６）的陈述中，“形式模型”有时似乎指的是“三个要

素的理论”（比如搭便车理论或集体行动的逻辑）；有时又似乎仅指“基
础性逻辑机制”（比如“博弈论方法”）或“不太基础”的“逻辑机制”（比
如“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有时又似乎指的是“美国的一些社会科学

家，特别是经济学家……源源不断地创造出”的“难以尽数的形式模

型”；有时似乎还包括了形式模型的推导过程。 无论这些“形式模型”
是什么，在笔者看来，人们对它们确立信心的缘由似乎都逃不出“三个

要素的理论 ＋ 预测检验法” （以及“五个要素的理论 ＋ 要素现实性考

察”）的范畴。
赵鼎新强调，“对于一个形式理论的批判和评价”应该着眼于：（１）“指

出该理论在推导结论时所遵循的逻辑有误”和（２）“指出该理论赖以成

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 而不应该致力于：（３） “指出

经验现象与该理论的结论不符”和（４）“提出比该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某

一经验现象的其他理论”（赵鼎新，２００６：６）。
因为在他看来，（３）、（４）意味着“从经验或其他逻辑和社会机制出

发来批判形式理论”，而这“是驳不倒这些理论的”（赵鼎新，２００６：６）。
这让人觉得非常奇怪。 赵鼎新似乎赞同对前提假设进行现实性考察的

意义（认可“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
“对于一个形式理论的批判和评价”的重要意义），却反对作为其前奏

的“预测检验法”。 但是如前文所述，哪怕是科斯，也希望理论“最终能

使我们有能力预测真实世界将会发生的事情”。
根据弗里德曼的“预测检验法”，有理由认为，赵鼎新提到的 ４ 个

方面不可分割。 上文中（３）意味着至少是发现了经验事实与理论模型

的预测“不一致”，如果这样的“反常”发现是常规性的，那么它是进行

（１）、（２）这两项工作的前奏。 此外，还需要澄清的是，（２）中提到的

“指出该理论赖以成立的前提假设或者有误或者很不重要”通常是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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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经验验证活动，特别是需要留心、发现和审视“与该理论的结论

不符”的、“反常”的经验现象才能真正做到。 没有与经验现象的结合，
自然科学家不可能发现“地心说”的前提假设“有误或者很不重要”；不
以企业现实存在这一经验现象为参照，科斯也不可能发现新古典经济

学的前提假设“有误或者很不重要”。
所谓“前提假设”，也值得细分。 它既包括对输入变量、控制变量

以及输出变量的前提假设，也包括在基础性逻辑机制中所隐含的内在

假设———张翔（２０１５）所谓的“基础假设”也许指的就是它。 所有这些

前提假设，甚至是模型推导过程中不经意带入的前提假设，通常都需要

与“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结合在一起进行考察才能得到彰显，其“有
误或者很不重要”（如果存在的话）才能为研究者所意识到。 “有误或

者很不重要”的前提假设彰显出来后，不妨在前提假设有所修正的基

础上做（４）这项工作，“提出比该理论能更好地解释某一经验现象的其

他理论”。 上文所述，奥斯特罗姆将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作为脚

手架，其理论建构工作的步骤正是遵循先（３），后（１）、（２），再（４）而展

开的。
关于上述一系列的工作，在库恩的如下说法中也能得到印证：“反

常的观测结果……不能诱惑一个科学家放弃他的理论，直到另一个替

代它的理论被提出来……科学实践中，真正的证实问题总是涉及两个

理论的相互比较以及它们各自与现实世界的比较，而不是单个理论与

现实世界的比较。 在这三方比较中，测度有特殊优势” （Ｋｕｈｎ， １９７７：
２１１；转引自科斯，２０１０：３３ － ３４）。

形式模型或形式理论（ｆｏｒｍ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被认为在目前的社会科学领

域中已经兴盛起来了，取得了广泛的应用（赵鼎新，２００６；刘炜，２０１６）。
“相较于一般经验研究，形式理论的建构目的并不在于追求主要基于

经验事实的理论抽象，而是通过设置若干基础假定，仅以此进行逻辑推

导，并得出新的结论或猜想”（刘炜，２０１６：２８）。 它被认为有形式化、数
理化、延展性（累积性）三个特征。

不过，严格说来，站在“三个要素的理论 ＋ 预测检验法”及“五个要

素的理论 ＋要素现实性考察”的基础上，笔者认为，在社会科学的理论

中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形式模型”或“形式理论”，仿佛这样的模型可

以完全脱离经验事实似的。 当然，的确存在一些“基础性逻辑机制”可
以表述为数学化的抽象形式，仿佛距离经验事实较远。 但它们有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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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自然科学中“拿来”的，有自然科学中的经验事实为基础，而更多时

候它们其实仍然是来源于社会经验的。 此外，“基础性逻辑机制” （比
如作为纯数理形式的博弈模型）毕竟与所谓的“形式模型”或“形式理

论”不同，它在社会科学中只不过是理论的构成要素之一。 更为重要

的是，“基础性逻辑机制”的数量较少，相对固定，特别是不宜做逻辑链

条过长的推导；否则，推导的逻辑链条越长，与经验现象及其他理论比

照时不经意带入的前提假设就越多，相关理论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

件”也就越严苛，与经验现象的距离也就会越远，越容易成为屠龙之

技、空中楼阁，甚至会在根本上失去给现实提供参照的能力。
社会科学的数学化和抽象化有其有利的一面，却也容易因过度痴

迷于附会、猜想以及数理演绎而浪费时间与精力，忽视现实层次中人类

社会的复杂性、人的主动性和“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等的重要性，造
成与现实并不一致的数学符号和数理运算大行其道。 赵鼎新（２０１５）
在区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也从还原论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解释，在
他看来，与自然科学特别是经典力学相比，社会科学中还原论的运用更

为有限。 通过将复杂的社会事实还原为简单的抽象概念进行统一解释

是十分困难的。 特定的层次或情境可能需要对应特有的解释机制。 对

此笔者深表赞同。 在我们看来，这意味着人类社会的复杂性、环境或外

部约束条件的影响使得理论不得不进行适应性调整，以便实施有效的

“预测检验法”和接受“要素现实性考察”。
总之，我们认为，在社会科学中，纯粹的“形式模型”是不存在的。

当然，如果一定要将带有某种表象或特征的理论称作“形式模型”，只
要对之加以明确界定，比如界定为“基础性逻辑机制”或“三个要素的

理论”也无可厚非。 只是恐怕不能让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摆脱“预测

检验法”和“要素现实性考察”的必要环节，更不能做过长的逻辑链条

的推导，否则理论建构工作极容易陷入误区。
尽管“形式社会学”、“形式理论”、“形式模型”等概念可作进一步

澄清，无可否认，赵鼎新对“形式社会学方法”的讨论很有道理。 他指

出：第一，一个重要的形式模型必须有一个重要的问题；第二，根据中外

文明流传下来的寓言和俗语等民间智慧来建立形式模型是成功的捷径

之一；第三，形式模型必须追求简单（赵鼎新，２００６：１９）。 第一点毋庸

置疑。 第二点，“中外文明流传下来的寓言和俗语”本身往往就经受了

大量经验检验，否则也流传不下来。 第三点，在本质上，也就是我们前

５０１

论 文 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观



面所说的“不能做过长的逻辑链条的推导”。
还需补充说明一点，“预测检验法”的实施或“经验检验”过程并不

意味着一定要是定量研究，定性研究也无不可。 只是，一般的定量研究

和定性研究被科斯比作是常规“产品市场中的广告和其他促销活动”
（科斯，２０１０：３４）。 换言之，在充满竞争的“理论市场”中，这类研究通

常是不同理论供给者兜售自己产品的重要手段。 这样的研究很少会促

使其作者修正他的理论。 要求理论具有接受经验检验的性质并接受经

验检验是对的，但若是过度痴迷于“预测检验”的各类研究并以此作为

选择理论的原则，就可能导致科斯所说的“工作当然会继续，但不会有

新理论出现”（科斯，２０１０：３０）的结果。 光靠“预测检验法”不足以发展

理论。

四、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化：学术趋势和更高要求

社会科学理论发展至今，其“基础性逻辑机制”作为将“输入变量”
和“输出变量”联结起来的各种可能路径及其组合，至少包括：类比附

会机制、亲和性机制、启发式机制、相关性机制、正反馈机制、负反馈机

制、相生相克机制、因果性机制、理性选择机制、最大化机制、路径依赖

机制、博弈论机制、结构功能机制、结构化机制、演化论机制，等等。
前图已隐约表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其核心乃是一个“基础性

逻辑机制”不断现实化的过程。 我们认为这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是

对不符合现实的“基础性逻辑机制”的超越和扬弃；其二是明晰既有

“基础性逻辑机制”所包含的模糊内容、环节或过程，也就是说，将“基
础性逻辑机制”“过程化”；其三是在更具现实性的前提假设的基础上

确立新的“基础性逻辑机制”；其四是将经受住了实践检验的“基础性

逻辑机制”组合在一起，形成新的“基础性逻辑机制”。
在经济学中，前面提到的科斯对交易费用的发现显然让新古典经

济学的价格机制（理性选择机制之一种）变得更具现实性了，他后来又

提出了可称之为“权利—交易费用—制度选择”的理论（Ｃｏａｓｅ，１９６０）。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最大化机制也在逐步被更具

现实性的博弈论机制所替代。 而在博弈论机制的基础上，还能看到更

具现实性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或者说对“博弈论机制”的“过程化”。 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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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托马斯·谢林的可称为 “任责—威胁 ／承诺” （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ｔｈｒｅａｔ ／
ｐｒｏｍｉｓｅ）的博弈模型所包含的“基础性逻辑机制”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

“聚点解”（ ｆｏ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的理论（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１９８０），以及上文提

到的奥斯特罗姆“提高相关当事人改变博弈的约束性规则的能力”的
做法，此外还有社会行动者模拟模型，等等。

在社会学领域，早期的社会物理学、社会有机体论等带有一定的

“类比附会机制”的色彩。 经典社会学家韦伯强调过“新教伦理”与“资
本主义精神”之间的“亲和性机制”。 涂尔干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贡献

让相关性机制和因果性机制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式中得以凸显。 帕森斯

早年围绕个人行为提出了可称为“唯意志论的社会行动”的基础性逻

辑机制，后来转向社会系统分析时又提出了 ＡＧＩＬ 理论（结构功能机

制）。 该理论兴盛了一段时间之后，也被一些更具现实性的基础性逻

辑机制所替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经济社会学的复苏，则得益于“关系网

络机制”在经济过程中被发掘出来。
“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化，是理论工作者将理论要素中的“环

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投注于经验现实（特别是重要的经验现实）的结

果；它反过来又大大助推了社会科学对经验现实问题的应对能力。
比如，对于牧民过度放牧导致公共牧地荒芜这样的可能性，一种理

论取向是假设牧民是非理性的，另一种理论取向是假设牧民是理性的。
在前一种假设基础之上，从输入变量到输出变量，“基础性逻辑机制”
是：牧地荒芜乃是牧民个体（非理性）“选择”简单叠加的结果。 但在后

一种假设基础之上，“基础性逻辑机制”就可能涉及因谈判协调成本高

昂而受阻的问题，或多人博弈的“公地悲剧”等问题（Ｈａｒｄｉｎ， １９６８）。
这意味着有可能发掘一些原来未受控制的变量，比如说产权制度、信息

机制等。 以前一种理论为指导，显然会倾向于通过教育来解决可能的

困境；而以后一种理论为指导，则可能更倾向于做出一些制度性安排，
通过降低沟通协调成本来解决困境。

还有一种理论取向是让“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变得更具现实

性———找到“牧民过度放牧导致公共牧地荒芜”的一些案例和与之相

反的另一些案例，看看“荒芜”是怎样的一个过程，“未荒芜”又是怎样

的一个过程。 如此一来，“输入变量”、“控制变量”、“输出变量”会更

具现实性，相应地，“基础性逻辑机制”也会更可靠。
就此而言，赫希曼的工作很有启发，他提出了一个“退出、呼吁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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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的逻辑机制来分析组织（从企业到国家等）如何避免衰退、恢复

效率这一问题。 毫无疑问，一旦组织出现衰退（类似于“公地悲剧”），
组织成员的“退出、呼吁与忠诚”这三个动作对于组织从衰退中恢复过

来就会扮演不同的重要角色（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１９７０）。 这项工作无疑是对

“博弈论机制”的现实化，它提高了社会科学对经验现实问题的应对

能力。
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化对当今经济学和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显

而易见的。 在经济学领域，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理性选择机制存在的问

题，出现了以心理实验为基础的、包含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更为现实

的行为经济学、行为金融学、实验经济学等理论。 博弈论机制对简单的

个体自利机制的替代，不仅令经济学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更具现实

性，也带来了信息经济学、冲突战略学等理论的发展。 基于更具现实性

的不完全竞争（垄断竞争）的“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最近还出现了产

业组织理论、新贸易理论、新增长理论以及空间经济理论的大发展。 在

社会学领域中，研究者也逐渐抛弃了宏大叙事，更多地致力于揭示各类

经验现象中的、有一定现实性的逻辑机制。
因此，“要素”的现实性考察，特别是“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性

考察，几乎可以说是对理论进行权衡并发展理论的不可或缺的补足性

要求。 它能扬弃大量不着边际的“基础性逻辑机制”，明晰大量含糊的

“基础性逻辑机制”，组合形成一些富有特色的“基础性逻辑机制”。
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人都知道，阴阳五行观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最

具一般性、抽象性的理论，它据说有一定的预测力：从个人命理到国运

如何，从家居风水到战争输赢，似乎都可以用这样一套阴阳五行的模型

来加以解释或预测。 有些时候，事实似乎也能与根据此种假说做出的

预测“相一致”，即“失于否证”这种理论。 但是，这样的理论在“要素”
的现实性，特别是“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性方面则毫无疑问是无法

满足要求的，很难说清楚它的输入变量、控制变量，甚至是输出变量

（预言或推断）与经验事实的一致性关系。 因此，“预测检验法”通常也

无法有效实施；有时即使偶尔能够实施，也无法基于“失于否证”（哪怕

是经常性的）就确立对这种理论的信心，因为在“基础性逻辑机制”有
些不着边际的情况下，无法确知究竟是理论的哪一部分真正起作用，抑
或纯粹只是靠碰运气和附会，或者靠对这一理论的信心所形成的某种

“自我实现的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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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林强调，人为情境的简化模型的建构，应服务于如下两个目的中

的任意一个：其一为颇具雄心的目的，即提供“基础模型”，它意味着对

事实的基本性、元级别的抽象和逼近，能够进一步被用来建构对“所欲

考察的真实情境”的深度逼真性模拟。 其二为相对低调的目的，即提

供某种“起始框架” （ｓｔａｒｔｉｎｇ ｓｅｔ），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建构出更好

的、对于事实的抽象和逼近；这类“起始框架”示例性地说明了被期待

的分析的类型、所要预测的某类现象以及一些值得提出的问题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１９７８：１８３）。
站在“五个要素的理论”来看，笔者认为，谢林所谓的“基础模型”

“意味着对事实的基本性、元级别的抽象和逼近”的要求，其实就是对

重要的“基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性的要求。 而所谓“起始框架”，则多

少意味着这样一类“三个要素的理论”：它们虽然有了“输入变量”的特

定“取值”和“输出变量”的特定“取值”构成的典型故事（比如“三个和

尚没水吃”的故事），甚至是经受了“预测检验”或“经验检验”（比如说

作为寓言和俗语在人类文明中流传了下来），但其基础性逻辑机制却

仍然是模糊的、隐含的、过于抽象的，如同弗里德曼所说的那样是“非
真的”，故而需要进一步加以挖掘和理清条件，令其贴近现实。 如此，
根据谢林前一目的相对后一目的更具“雄心”的说法，“基础性逻辑机

制的现实化”不仅对理论建构提出了补足性要求，而且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当然，值得再次强调的是，认为“五个要素的理论 ＋ 要素现实性考

察”非常重要，绝不意味着放弃“三个要素的理论 ＋ 预测检验法”。 基

础性逻辑机制的现实化，并不意味着要让理论简单地去模拟现实，进而

丧失其必要的抽象性和解释力。 此外，更重要的是，重视“三个要素的

理论 ＋预测检验法”能让人们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获得观察

和思考的方向感。

五、结论：如何权衡理论模型的抽象性与现实性

本文所主张的“五个要素的理论观”的方法论基础归根到底其实

是“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但与此同时，我们又主张这两者要有

必要的张力，而且强调理论的现实选择和发展在特定社会环境下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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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的竞争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个“经济不经济”的问题，是一个

需要在抽象性与现实性之间加以权衡的问题。
已有研究者注意到了理论的抽象性与现实性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

问题，因而是需要对之加以权衡的。
比如罗宾逊夫人就认为，对于经济学中的一系列假设，往往应该问

两个问题：它们是易于处理的吗？ 它们与现实世界相吻合吗？ 通常的

情形是两者不可兼得：当一些假设易于处理的时候，往往现实性较差；
而当剩下的那些假设与现实世界相吻合的时候，却不是那么易于处理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３２：６）。
抽象性与现实性之间此消彼长的关系还可以从李培林对“理性选

择理论”的评价中看到。 他认为理性选择理论的假定排除了很多“不
确定”因素，“操作性强”，由此也容易被“非理性选择论者”指责为“简
化社会生活”。 但非理性选择论者却又面临着建立公理和规范性理论

的难题，“因为大量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往往使他们构建的理论失去了

任何操作性意义”（李培林，２００１：５３）。
在这些论述中，所谓“易于处理”或“操作性强”其实是“较为抽

象”的代名词，而“较为抽象”通常意味着“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较为

严格、苛刻，往往以牺牲一定程度的现实性为代价。 不过，科斯认为，可
能存在这样的一类理论分支，其假设既是易于处理的，又是现实的

（Ｃｏａｓｅ，１９３７：３３）。 科斯本人致力于发展这样的理论，因而有了新制度

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
当然，在计算机模拟能力大为发展的今天，理论的一系列假设想做

到“易于处理”或“操作性强”，而又与“现实世界相吻合”似乎已是极

容易的事情了。 倒是理论要素，特别是“基础性逻辑机制”要做到适度

抽象以便提纲挈领，同时又保证有较好的预测力、解释力、“与现实世

界相吻合”反而不是易事了。
那么，在当今理论建构的过程中，如何权衡理论模型的抽象性与现

实性呢？ 总结起来，前文的探讨对于解答这个问题的贡献如下。
第一，理论所涉及的事项、环节或过程应该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

人际乃至国家间的冲突与合作，人群的分隔与融合，经济的增长、波动

与循环，社会的发展、兴盛与溃败，等等。 对于那些哪怕是并未做出任

何预测和解释，对现实生活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的事项、环节及过程，或
许不应该浪费精力去进行理论建构，也就更无所谓权衡理论抽象性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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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的问题了。
第二，我们认为理论的构成包含了五个要素，理论模型的抽象性与

现实性的探讨应该以此为背景来展开。 站在这样的理论观之上，“三
个要素的理论 ＋预测检验法”和“五个要素的理论 ＋ 要素现实性考察”
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偏废。 不仅“基础性逻辑机制”为这种理论观所

强调，我们也认可着眼于揭示重要的“输入变量”或“输出变量” “取
值”的研究（如当前中国社会分层状况研究）所具有的理论意义，还看

重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将自身当作一个“输入变量”（比如社会思想）的
一个特定值纳入到切实的社会运行机制之中去对社会运行产生影响。

第三，理论建构中在需要模型时，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之间的关系

应该不是那么一目了然。 但是，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模拟技术突飞猛进

的今天，“理论”特别是其“基础性逻辑机制”的推导链条也不宜过长，
否则其“环境或外部约束条件”必然变得过于苛刻且脱离现实太远，而
“理论”的适用范围也必然会变得过于狭小。

第四，“预测检验法”是确保较为抽象的“三个要素的理论”具有现

实性，或者说令其前提假设抓住“人类社会活动结构的关键性本质”的
一个必要步骤（尽管光靠“预测检验法”是不够的）。 保持“预测检验

法”的理论意识，要求理论对反复出现或在较大范围内存在的重要事

项、环节或过程具有预测力和解释力，将有助于保证理论抽象性与现实

性的平衡。
第五，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能相互激荡、相互促进，纯理论研

究的促动因素几乎都来自于对“应用”问题的关注，而对现实问题的明

确，如上所述，哪怕只是将重要的“输出变量” （比如经济下行、社会危

机等）描述清楚，也将有助于理论观点的阐述。 在“基础性逻辑机制”
日益现实化的学术趋势中，越来越有必要结合模型，从多个切实的经验

材料出发来提出研究假说；同时，适当地抽象化、“非真”化一些既有条

件和约束，令理论模型简化或逻辑链条变短，提升解释力和预测力。
第六，操作“预测检验法”时要注意，当看到某个经验事实“失于否

证”（即通常所谓“证实”）某个假说时，并不意味着就能得出对该假说

以及相关理论的全然相信，视之为真理；或者，当看到经验事实“否证”
了某个经典理论模型的“预测”时，也并不意味着不用进一步去进行包

括理论“五个要素”的深思便可全然地排斥和否定该经典理论模型。
尽管有些经典理论的“基础性逻辑机制”可能会缺乏现实基础，但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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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仍然在塑造人们的思维方式，它们也就仍然能够对新的理论建构

发挥“起始框架”的作用。
第七，将既有的模型用作“起始框架”意味着从抽象的、人们对之

抱有信心的经典理论出发，将其投注于某类重要的、具体而现实的“环
境与外部约束条件”之中反思其他四个理论要素，特别是“基础性逻辑

机制”的现实性。 这是进行理论建构并兼顾抽象性和现实性的一种重

要方式。 这么做有助于我们发现被此前的模型所忽略的真正重要的、
具有现实性的变量和机制。

如此一来，一方面原有模型在经过如此这般的修正之后，其就某类

情境（相比原模型所涉及的事项范围，这类情境所涉及的范围可能会

缩小）提供准确预言或推测的能力会有所提升；另一方面新开拓的研

究领域的“基础性逻辑机制”也能沿着既有的知识脉络、利用过去的智

力资源获得发展，进而加深人们对现实的经济及社会生活的认识。 当

这样的研究累积到一定程度，既有的“理论”极有可能遭遇到彻底更

新、升级，于是便有了研究范式上的转换，或者新的、更具现实性的“基
础性逻辑机制”的凸显。

最后，“中外文明流传下来的寓言和俗语”的确能够为理论建模并

“兼顾其抽象性和现实性”提供启发。 不过，研究者仍然需要注意，这
样的“寓言和俗语”所包含的理论的“五个要素”往往是不清楚的，需要

逐步加以理清；特别是其中的“基础性逻辑机制”，也许仍然需要花大

量的精力去打磨。

参考文献：
巴比，艾尔，２００５，《社会研究方法》，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金祥荣，２０１０，《推荐序》，科斯《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丽君、茹玉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科斯，罗纳德，２０１０，《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罗丽君、茹玉骢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

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李培林，２００１，《理性选择理论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社会学研究》第 ６ 期。
刘少杰，２００３，《理性选择研究在经济社会学中的核心地位与方法错位》，《社会学研究》第

６ 期。
刘炜，２０１６，《门槛模型：一个社会学形式理论的建构与拓展》，《社会学评论》第 ６ 期。
梅欧，乔治·Ｅ． ，１９６４，《工业文明的社会问题》，费孝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汪丁丁，１９９８，《经济学理性主义的基础》，《社会学研究》第 ２ 期。
袁方主编，１９９７，《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１１

社会学研究 　 ２０１７． ５



张翔，２０１５，《“假设的真实性”：科斯与弗里德曼的“和而不同”之处———兼谈社会学研究中的

“理性人”假设》，《社会学评论》第 ６ 期。
赵鼎新，２００６，《集体行动、搭便车理论与形式社会学方法》，《社会学研究》第 １ 期。
———，２０１５，《社会科学研究的困境：从与自然科学的区别谈起》，《社会学评论》第 ４ 期。
———，２０１６，《论“依法抗争”概念的误区：对李连江教授的回应》，《社会学评论》第 １ 期。
郑也夫，２０００，《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概念之批判》，《社会学研究》第 ４ 期。
周其仁，２００４，《产权与制度变迁———中国改革的经验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Ｃｏａｓｅ， Ｒ． Ｈ． １９３７，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Ｆｉｒｍ．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 Ｎｅｗ Ｓｅｒｉｅｓ ４（１６） ．
——— １９６０，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ｓｔ．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３．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Ｍ． １９５３，“Ｔｈｅ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 Ｉｎ Ｍ．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ｅｄ． ）， 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 Ｍａｒｋ １９８５，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９１．
Ｈａｒｄｉｎ， Ｇａｒｒｅｔｔ １９６８， “Ｔｈｅ Ｔｒａｇｅ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６２．
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 Ａｌｂｅｒｔ Ｏ． １９７０， Ｅｘｉｔ， Ｖｏｉｃｅ ａｎｄ Ｌｏｙａｌｔ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Ｆｉｒｍｓ，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Ｋｕｈ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１９７７，“Ｔｈｅ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Ｍｏｄｅｒｎ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Ｉ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Ｓ． Ｋｕｈｎ （ｅｄ． ），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Ｔｅｎｓｉｏｎ．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Ｍｅｒｔ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１９６７， “Ｏ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Ｒａｎｇｅ． ”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Ｋ． Ｍｅｒｔｏｎ

（ｅｄ． ），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Ｏｌｓｏｎ， Ｍａｎｃｕｒ １９６５，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Ｏｓｔｒｏｍ， Ｅｌｉｎｏｒ １９９０，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 Ｊｏａｎ １９３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ｓ ａ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Ｗ． Ｈｅｆｆｅｒ ＆ Ｓｏｎｓ．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 Ｔｈｏｍａｓ Ｃ． １９７８， Ｍｉｒｃｏｍｏｔｉｖ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Ｗ·Ｗ·Ｎｏｒｔｏｎ

＆ Ｃｏｍｐａｎｙ．
——— １９８０，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
社会学系（王水雄）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梁鹏飞）

责任编辑：杨　 典

３１１

论 文 抽象性与现实性的权衡：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观


